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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定向性技术创新和非定向性技术创新为核心概念，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

倒 U关系的形成机制和演进特征进行解说和动态拓展。研究发现，组织惯性是大企业锁定现
有技术轨道实现定向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竞争性市场是小企业突破现有技术范式实现非

定向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因，倒 U关系的形成是组织变量与市场力量对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
新选择性作用的结果。基于分区处理的多周期倒 U关系动态模型解释了大、小企业相互转化
过程中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动态连续关系，为大、小企业共存以保持产业技术创新活力提
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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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9年初，国务院出台了促进产业升级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在纺织业、装备制造

业、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物流产业、船舶产业的规划或实施细则中无一例外都提出以带动产

业升级为目的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地方政府也都把发展大企业作为实

现产业升级的主要手段，明确提出了打造相关产业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数量及具体措施。
从中国工业化进程来看，现阶段产业升级目标是由产业规模存量优势向技术集约程度优

势转换，即通过提升产业集中度和技术创新能力改变产品生产低端化、缺乏国际知名品牌以

及盲目投资造成大量落后产能的现状。 提高产业集中度是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则是全面升级，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产业升级的根本目标。
我国产业政策鼓励发展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简略为大企业）主导产业升级，这是通过提高

产业集中度实现产业升级的手段，然而发展大企业是否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对大企业

主导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升级是存在争议的：Humphrey 和 Schmitz（2000）提出了 4 种产业升级
方式，指出产业升级的实质是企业技术水平的普遍提升，其中大企业通常具有产业内最高的

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最强；Kogut（1985）、Porter（1990）等认为企业通
过兼并重组等扩张行为可以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和学习经济性等利益，产业

内的跨域扩张能够充分利用各地域、各单元的关系和优势，分享企业的独特能力和创新资源，
从而有利于提升产业技术水平；Cohen 和 Klepper（1996），张杰等（2007）认为大企业规模生产
对工艺创新投入的补偿优势以及通过技术溢出效应（spillover）对企业集聚的主导作用，在产
业升级过程中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郭斌（2006）对中国软件产业的规模、R&D 与绩效的
研究，刘立刚等（2009）对中国汽车产业企业规模与绩效的关联性研究都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Agrawal（1992）、Boone（2000）等则认为企业规模扩张使得企业在创新激励、决策和管理

等方面迟钝和僵化，出现在面临危机和机遇时不能做出恰当判断的“大企业病”。 Christensen
（1997）认为这种大企业病尤其会遏制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出现所谓的“创新者的困境”（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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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or’s Dilemma）， 从而抑制产业创新活性，延
缓产业技术更新换代的频率；吴敬琏（2000）总结了
中国台湾产业升级模式，认为强调小企业在产业升

级中的主体性，更加能够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产业

升级的效率更高；Callon（1995），Ernst（1998），Saxe-
nian 和 Hsu（2001）等认为企业家精神在小企业中更
能有效发挥，使小企业更具有灵活性、速度和创新

能力，高度专业化和竞争激烈的小企业是产业升级

的基础。 张伟（2009）对我国工业企业产业规模、资
本结构与绩效的研究，以及益智（2005）对中国上市
公司被动式资产重组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发展大企业能否成为提升创新能力以促进产

业升级的理想途径，本质上是从技术创新与企业规

模关系角度分析产业升级的产业组织问题，这个问

题可以进一步分解：大企业的规模优势是否有助于

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大企业是否能够取代小企

业技术创新对推动产业由大变强的作用；大企业技

术创新与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熊彼特假设”与倒 U 关系模型进行融

合，建立了分析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论框

架。 在此框架下，分析了大企业技术创新与小企业

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及其来源，进而依据规模特征对

技术创新进行重新分类，并以此作为研究大、小企

业相互转化过程中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动态连

续关系的基础。

二、“熊彼特假设”与倒 U关系模型
“熊彼特假设”（Schumpeter’s hypothesis，1942）

是研究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一个有争议的问

题，争议的焦点在于实证检验“熊彼特假设”所得到

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结论。 “熊彼特假设”由技术创

新源假设和关系假设两部分组成，技术创新源假设

定义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大企业的资源

优势和垄断地位保证了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并使企

业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关系假设定义企业规

模越大越有利于技术创新，大企业与技术创新具有

线性正相关关系（Worley，1961；Hamberg，1966；Co-
manor，1967 等）。
实证检验“熊彼特假设”主要在两个方面得到

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结论： 一方面来自行业差异

性，Worley（1961）对机械、炼油、纺织等 8 个行业进

行实证检验，结果只有炼油、电气 2 个行业满足熊
彼特假设；Levin 和 Levinet（1985）将行业差异性具
体设定为需求条件、可独占性以及技术与经济机会

等变量， 并以 1978 年 231 个美国大企业为样本进
行实证检验，在控制了行业差异性变量后，企业规

模对技术创新并没有显著的正影响；Schere（1984）
运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1974 年 196 个产业的经
营单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密集度的

差别在不同行业之间要比同一行业不同规模企业

之间大得多，所以当对行业变量不加控制时，很难

得到一个一致的结果。
另一方面来自小企业技术创新 ，Mansfield

（1988）采用美国和日本共 200 家企业的 R&D 和企
业规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并非企业规模

越大越有利于创新，很多产业中的小企业对技术创

新，尤其是产品创新具有重大的贡献，几乎不存在

熊彼特假设的那种关系 ；Acs 和 Audretsch（1990，
1991） 采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小企业数据库（SB-
DB）、美国人口局企业统计 （ES） 和县域经济模式
（CBP）以及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等数据资料，分

别以大企业、小企业和大、小企业随机大样本进行

实证分析，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大企业和小企

业技术创新活动差异很大，小企业技术创新并不支

持“熊彼特假设”。

Scherer（1965），Markham（1965）等学者认为技
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 Scherer
（1965）采用 1955 年全球 500 强企业中的 448 个企
业的样本数据，以 R&D 人员为被解释变量，用销售
收入及其平方项和立方项为解释变量，实证研究得

出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呈倒 U 关系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倒 U
关系在几何图形上为有顶点的标准抛物线，表明整

体上技术创新水平随企业规模扩张先增加后减少

图 1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倒 U关系模型
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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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 中 U0 的 A 点以右 ）。 此后 ，Loeb 和 Lin
（1977），Soete（1979）等学者也都在各自研究中得到
此种倒 U关系的结论。

Soete（1979），Sapienza（1989）等学者对汽车制
造、医药等行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倒 U 关系并非标
准抛物线形式，除了倒 U 顶点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
“临界点”，当企业规模扩张到某一程度时，技术创

新水平的增长方式在该点前后发生了变化。 Kamien
和 Schwartz（1981）对化学工业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
论，“市场结构和厂商规模都存在一个阀，低于这个

阀 ， 就没有什么关键性的技术创新了 ”；Pisano
（1995），Mark （1998） 通过对高技术产业的研究指
出，高技术产业以持续技术创新保持高增长的一个

重要前提是 R&D 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需要达到
或超过某一特定值。
由此， 倒 U关系事实上可以表示为一条具有 2

个“临界点”的倒 U 型曲线，如图 1 中 U0 原点以右
所示，前一个“临界点”被称为规模阀值①，是指当企

业规模、R&D 投入或是垄断势力积累到一定程度
时，关键性的技术创新才能够大量、连续的输出，在

此之前的技术创新则是零星和间断的；后一个“临

界点”被称为临界规模，即倒 U 型的顶点，是指当企
业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

促进作用消失，而企业规模继续扩张就会对技术创

新起到抑制作用②。
倒 U 关系模型实质上为“熊彼特假设”限定了

成立条件，“熊彼特假设”只成立于倒 U 关系的规模
阀值与临界规模之间，即图 1中 A~B 对应的曲线部
分。 由此可以解释“熊彼特假设”存在行业差异性的

质疑：满足“熊彼特假设”的行业可能具有较小的规

模阀值和较大的“临界规模”，即 A 点向靠近原点方
向移动，B点向远离原点方向移动，从而使得企业规
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如图 1 中 U2 所示；
不满足“熊彼特假设”的行业则可能具有较大的规

模阀值和较小的“临界规模”，即 A 点向远离原点方
向移动，B点向靠近原点方向移动，从而使得企业规
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如图 1 中 U1 所
示。 而行业差异性实际上就是指不同行业之间规模

阀值和临界规模的差异性，图 1 中规模阀值和临界
规模的漂移反映了这种行业差异性。
传统倒 U 关系模型的理论贡献表现为在行业

差异性方面拓展了“熊彼特假设”，然而倒 U 关系并
非否认研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等因素的重要性，而

是否定这些因素对技术创新的绝对性，即大企业的

官僚体制和垄断势力对技术创新动力的压制导致

“临界规模”的出现，并最终形成了倒 U 关系。 也就
是说传统倒 U 关系也只描述了大企业技术创新随
企业规模的变化情况，倒 U 关系模型的理论仍然没
有涉及包括小企业技术创新在内的企业规模与技

术创新关系的形成机制。
相对于大企业，研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在小企

业技术创新中并非发挥决定性作用，小企业技术创

新也不存在如官僚组织等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劣势。
加入小企业技术创新后，包含大、小企业两类技术

创新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是否仍然呈倒 U
关系，且具有怎样的形成机制；包含大、小企业技术

创新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具有怎样的互动

转化关系，这些问题都是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

研究的重要拓展方面。

三、基于企业规模特征的
技术创新差异性

技术创新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
在创新资源获取、驱动方式、研发重点等方面表现

出明显的差异性（Nooteboom & Vossen，1995）。大企
业和小企业实际上从事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

新， 然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 Utterback
（1994）以技术特征为标准，将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
新和工艺创新，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一种新技术被

市场认可所经历的技术突变、动荡期和主流设计的

三阶段生命周期，其中技术突变往往来源于小型企

业，技术动荡期则充满了市场不确定性，直到主流

设计出现技术范式才确定下来，这时大企业才作为

主要力量保证技术创新将沿着降低成本和完善生

产工艺的道路进行下去。 Christensen（1997）则从组
织支持角度将技术创新分为破坏性技术创新和延

续性技术创新，他认为要进行技术上的突破，首先

要破坏原有的组织规则，企业既定的目标将指导资

源的配置，巨大研发投入下的创新成果也许并不能

被市场接受，在这一点上小企业的灵活性使得破坏

性技术创新更容易成功，这并非因为小企业能够预

测市场，而是小企业进行尝试的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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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创新与破坏性创新、过程创新与

延续性创新每对概念间都具有很大的交

叉性，而企业规模（大企业和小企业）则是

引起这种交叉性的重要因素 。 池仁勇

（2002） 更明确地将企业技术创新的规模
特征差异总结为 3 个方面：技术创新的专
门化与多角化；研究开发的合作性与相对

独立性；以产品创新为主导和以工艺开发

为主导。 我们认为不同规模企业的资源存

量和灵活性的差异， 最终导致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方

式不同：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往往是随机的，是发明创

造同市场需求的“一拍即合”，因此具有市场偶然性，
市场决定的技术范式具有不可预测性； 而大企业遵

循着特定的技术范式， 通常具有明确的技术研发目

标，是一种以技术创新创造市场的能动性，相对来讲

具有可预测性。由此，我们结合技术创新产生的内外

环境， 提出以技术创新来源的可预测性为依据，将

技术创新分为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和定向性技术创

新，分别与小企业和大企业技术创新方式相对应③。
突破原有技术范式是小企业非定向性技术创

新的重要特征。 非定向性技术创新来源于对市场需

求快速变化的满足，因为市场上顾客的需求受到各

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还包含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满

足这样的需求常常表现为一种不可预测性和冒险

性， 这种创新产品有可能引发既有主流产品的消

亡，从而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

重要特征在于对主导技术的突破性，这种突破是一

种全新技术轨道的发端， 是对既有技术范式的颠

覆，来源于企业外部的市场竞争是非定向性技术创

新的原始动力。 这种市场竞争由两种类型构成，一

种是旧有技术范式同新技术范式之间的竞争，另一

种是新技术范式之间的竞争。 新旧技术范式的竞争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旧有技术范式总会遇到技术发

展的瓶颈， 而新的技术范式往往更具有发展前景。
如图 2所示，U1遇到了技术范式的瓶颈 D， 尽管有
研发投入的保证但是产品功能并没有实质性的提

升，技术创新效率也不断走低，而以另一种技术范

式起步的 U2 逐渐在功能和创新效率上突破 U1，因
此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各种新技术范式之间的竞争取决于技术的应

用成本与技术普及性之间的权衡， 如图 3 所示，一

种新技术的技术使用成本高必然会降低这种新技术

的普及性，V1，V2 和 V3 分别代表接受新技术的无
差异曲线，L1和 L2则代表不同的技术路径，显然沿
L2 发展的技术创新以低使用成本和更广泛的普及
性比 L1 更容易成功，因此 L2 技术路径采用的技术
范式要优于 L1。 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突破性就在于
对原有技术范式下技术瓶颈的突破以及对新技术使

用成本的突破，这种突破是以市场为主的，很多企业

提供的非定向性技术创新方案受到市场的选择，而

基于顾客需求的市场选择具有明显的不可预测性。
锁定原有技术轨道是大企业定向性技术创新

的重要特征。 定向性技术创新来源于企业组织自身

强大的支持，在确定了主流产品之后，以降低成本

和完善功能为目的的工艺创新随即成为企业竞争

的支点， 工艺创新由于处于既定的技术范式之内，
技术创新的目的性非常明确，研发成果具有可预测

性， 因此尤其需要企业集中力量进行研发投入，对

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和组织能力要求也较高。 更为

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收益递增机制会促使新技术进

一步流行并呈现前后连贯、 相互依赖的特征（Hill，
1997）， 从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竞争技
术所替代，即出现了锁定效应。 锁定效应使得技术

发展出现了路径依赖，在排除不确定性的同时只有

不断自我强化、不断完善，依靠自身力量维护现有

技术范式并迅速占领市场谋求垄断，才能够同更优

的技术范式竞争。 寻找新的企业资源以及进行企业

组织创新是延续一种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关键，因

为新资源以及新的组织创新方式会围绕既有的技

术路径辅助技术创新，即所谓的“顺轨创新”（杜跃

平等，2004）。
在图 4 中，A、B、C、D 分别代表不同的技术范

式，其中 D 被市场选择完成了技术创新，并随着技

图 2 新旧技术范式的更替
来源：作者整理。

图 3 不同技术范式的竞争
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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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定向性技术创新锁定效应的形成
来源：作者整理。

术收益递增效应迅速自我完善和自我增强，在技术

范式的规定下形成了技术轨道，企业资源和组织创

新顺沿轨道同技术发展一样具有很强的定向性，这

种定向性促成了技术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工艺

创新集中、创新过程复杂以及 R&D 的高专用性，最
终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锁定效应。

四、基于技术创新差异性的
倒 U关系形成机制

德鲁克（1973）认为企业规模实际上就是企业
内外环境的复杂程度，Tushman（1997）将企业内外
环境进一步区分为组织特征和市场力量。 技术创新

与企业规模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同企

业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不同规模企业在技术创新

上的差异性表现为组织特征与市场力量对技术创

新作用的差异。

（一）技术创新差异性的组织特征分析

不同规模企业的组织特征是不同的，从组织资

源的角度来讲，Levinthal（1990）认为大企业拥有的
丰富资源可以有效缓冲外部环境变化给企业造成

的冲击，一般性的外部环境变化往往不会引起组织

变革，从而使企业在面临外界环境的变化时所表现

出来的惯性更大；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讲，Tushman
（1997） 认为组织惯性的存在使得有利于技术创新
的组织结构将会逐渐成为组织进一步突破创新的

最大阻碍；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来讲，Mani（1999）认
为“成熟”的组织当中，人们的行为和处事方式往往

会受制于组织群体的共同期望。 组织长期形成的群

体非正式规范、价值观念、群体意识会形成一种惯

性思维， 这种惯性思维将极大地影响技术范式；王

伟龙，李垣（2004）更明确地提出组织惯性一般也会
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逐渐增强。 随着规模的增

长，企业会更加强调可预见性、正式角色和控制系

统，企业行为变得更为可预见、僵化和死板，因此组

织变化的可能性往往会随着规模的增大而降低。 这

就是说，无论从组织资源、组织结构还是组织文化

的角度来看，大企业正是由于存在很强的组织惯性

才导致技术轨道的锁定效应和技术创新的定向性。
与组织惯性相反， 小企业的组织特征在于高度

的灵活性。 Scherer（1990）认为小企业的决策过程效
率高，技术开发人员之间以及与管理层配合灵活，这

种组织氛围能够激发技术人员的开发潜能并鼓励独

特的创新；Christensen（1997）进一步对比了大企业
与小企业的创新过程，从而得出小企业的创新优势，
如小企业精干灵活的领导层、灵活简便的工作作风、
以创新为导向的战略核心、 更细更积极的挖掘大学

等知识资源以及依托个人专业知识的低廉创新成

本。 Christensen同时列举了大量小企业获得突破性
技术创新抢占先机的例子， 这种突破性技术很多与

企业原来的技术差别很大， 常常开创了新的市场和

新的技术范式， 在这种确定性很小的技术创新面

前，大企业与小企业具有均等的竞争机会。 池仁勇

（2002） 认为小企业的组织灵活性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创新风险，中小企业往往是最新技术向产业转化

的尝试者，由于初始的研发力量并不均衡，突破性

的新技术往往脱离原有技术范式成为新产业的先

驱。 由此，我们将组织惯性作为最显著的组织特征。

（二）技术创新差异性的市场力量分析

企业规模的扩张往往有其市场支持的因素存

在。Rosenberg（1976）认为市场份额反映了企业满足
消费者的能力、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以及在市

场中的谈判能力。 企业越大往往所占的市场份额也

越大，所在行业的集中度越高。 Phlips（1971）从产业
组织理论出发，认为行业内的集中度越高，企业的

数目就越少， 企业的行为对产业的影响也就越大，
技术更新的快慢在高集中度的产业内受到企业规

模的影响就越大。 Lunn（1986）考虑了市场力量的内
生性问题，运用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 191 个四位数
产业数据④联立方程进行研究发现， 市场集中度对

工艺专利数量有显著正影响，而对产品专利数量没

有显著影响；Lee（2005）的研究更加深入，他认为市
场力量与产业 R&D 强度的关系取决于产业 R&D
的专用性程度。 当产业 R&D 专用性程度较低时，市
场力量对产业 R&D 强度有显著的正效用。 非定向
性技术创新本身的 R&D 投入专用性程度就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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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产业 R&D 专用性程度较低的行业中， 市场
力量往往抑制小企业技术创新但却有利于大企业

技术创新， 而产业 R&D 专用性程度较高的行业往
往是不适合小企业生存的自然垄断性行业。
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小企业技术创新，

Koeller（1995）将美国几个数据库合并成 281 个四
位数制造业样本，分别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创新数

量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市场集中度对小企业创新

数量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大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不

显著，他认为小企业更趋向于在竞争性的环境中从

事创新活动。 Christensen 认为同大企业相比小企业
技术创新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市场灵活性，这是在巨

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表现出的生存适应性。 从技术

创新过程的角度来讲，小企业的市场灵活性表现为

模仿创新， 而模仿创新是典型的非定向性技术创

新。 Shrieves（1978）采用 1965 年美国 411 个企业数
据并对产业技术和产品特征进行控制后的实证分

析表明，竞争越激烈、技术更新越快的行业创新模仿

率就越高；从技术创新结果的角度来讲，小企业市场

灵活性还表现为快速推出创新产品并申请专利，而

对需要进行大量 R&D 投入的工艺创新参与有限，
这也是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特征之一 。 Gayle
（2001）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专利中包括
了许多很不重要的创新，而且竞争市场中

的小企业往往以不重要的创新来申请专

利，他采用专利被引用的次数来反映创新

的重要性，结果发现企业市场份额和企业

规模对专利引用次数有显著正影响。 由

此，我们将垄断程度作为最显著的市场力

量特征。

（三）基于技术创新差异性的倒 U 关
系形成机制

基于以上对组织特征与市场力量的

分析，我们分别建立了组织特征与技术创

新关系（如图 5）和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关
系（如图 6）的分析模型。
在图 5 中，组织越灵活越有利于非定

向性技术创新，而组织惯性越大越有利于

定向性技术创新，企业规模扩张导致组织

特征发生变化，即组织灵活性下降而组织

惯性提升，由此大企业定向性技术创新越

来越活跃， 而小企业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则受到抑

制， 此时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水平出现倒 U 关系；
同样，在图 6 中，竞争程度越激烈越有利于非定向
性技术创新，而垄断程度越大越有利于定向性技术

创新，企业规模扩张导致市场力量发生变化，即竞

争程度下降而垄断程度提升，由此大企业定向性技

术创新越来越活跃，而小企业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则

受到抑制，此时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水平出现倒 U
关系。 组织特征与市场力量作为中间变量对技术创

新选择性作用的结果综合起来，最终得到企业规模

与技术创新的倒 U关系。
“企业规模—定向性技术创新”和“企业规模—

非定向性技术创新”两组关系的整合分析模型如图

7所示。
图 7 将企业规模、定向性技术创新与非定向性

技术创新作为终端变量，企业规模与定向性技术创

新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呈

负相关关系。 市场力量和组织特征作为中间变量，
企业规模的变化事实上通过中间变量作用的差异

性传导给这两类技术创新，使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

最终呈现倒 U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定向性技术创新和非定向性技

术创新分别对应大企业和小企业，大企业的定向性

图 5 市场力量作用的选择性分析
来源：作者整理。

图 6 组织特征作用的选择性分析
来源：作者整理。

图 7 环境变量与因果关系整合模型
来源：作者整理。
注：＋表示箭线前后因素正相关；－表示箭线前后因素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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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同具有明显组织惯性的企业规模正相关； 小企

业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同具有明显市场垄断性的企业规模

负相关。 也就是说小企业的规模扩张未必就一定会削弱

非定向性技术创新， 只有当规模扩张到足以影响市场集

中度的情况下才会使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减少，同理，大企

业的规模扩张到具有足够大的组织惯性时才能够对定向

性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在企业规模未达到影响

市场集中度的情况下，R&D 投入的增加既改善了研发环
境又增加了对研发人员的激励（安同良、施浩、Ludovico
Alcorta，2006），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动机×能力）是有所提
高的， 因此小企业的规模扩张仍然是有利于非定向性技

术创新的， 这种情况直到一种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带来

了潜在的垄断租金为止，所以倒 U 关系并非是标准的抛
物线形式， 由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到定向性创新转化需要

达到规模阀值。步入定向性技术创新阶段，企业规模与定

向性技术创新的关系符合大企业技术创新倒 U 关系解
说，即垄断租金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技术创新能力

和动机快速提升，但是技术范式自身的瓶颈、管理成本的

增加以及垄断带来的对满足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动机的

抑制，最终使得技术创新水平下降。

五、基于分区处理的倒 U
关系动态拓展

对技术创新差异性的恢复尽管修正了原有理论对倒

U关系形成机制解释上的缺陷， 但是如果不考虑技术创
新在企业规模作用下质变与量变的转化方式和演进特

征，修正后的理论仍然无法解释在倒 U 关系形成的不同
阶段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Allocca,
Michael A.，Kessler，Eric H.，2006），即大企业扩张规模以
保持原有技术创新优势的同时， 又在企业内部实行近乎

传统小企业的经营单位独立运作； 而小企业也能够通过

企业集群、网络联盟等方式分享创新资源，并以接近传统

一体化大企业方式统一行动。
小企业技术创新向大企业技术创新转化发生在一个

倒 U关系周期内。 首先将一个周期的倒 U关系分解为 3
个区域 0~A，A~B，B~C，如图 8 所示，其中 0~A 区定义为
小企业，根据前面分析，这一区域内企业具有很大的灵活

性， 以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迫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改变

自身竞争地位， 然而企业资源的限制使得技术创新以迎

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和模仿创新为主， 因此存在大量

的非定向性技术创新，这其中也蕴藏着很多发展前景好，

市场价值大的产品创新和新技术范式萌芽，有

些已经取得了市场成功并带动企业迅速发展。
企业规模突破某一点之后（即阀值），定向

性技术创新就会持续不断地涌现， 在研究中，
我们定义这一点（图 8 中的 A 点）为非定向性
技术创新向定向性技术创新的质变，企业在 A
点走上了一条在一定程度上可预见的技术创

新轨道，即顺轨创新。 企业资源和组织结构逐

渐为发展这种新技术范式做定向性的调整，大

量同一技术范式的技术创新产生出来并获得

一系列市场成功，而在企业内部非定向性技术

创新被抑制，此时定向性技术创新增加的速度

大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减少的速度，技术创新

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如图 8中的 A~B区间。
由于技术创新增加比率的递减性和凹性

（Scherer，1965）， 定向性技术创新增加的速度
和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减少的速度在 B 点处相
等，因此 B点成为理论上的技术创新最优规模
点，此时企业的技术创新最活跃，在市场上处

于垄断地位。 根据我们的结论，垄断对于企业

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具有很大的抑制作用，企业

内部的非定向性技术创新趋于停滞。 此外，企

业定向性技术创新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渐

出现了自然和物理的极限， 创新速度明显放

缓， 因此在 B~C 区域内尽管企业规模仍在扩
张，但是技术创新明显乏力，在 C 点处企业出
现了定向性技术创新的瓶颈，此技术范式也走

到了技术生命周期的末期。
大企业技术创新向小企业技术创新转化

则需要在多个倒 U 关系周期内考察。 为了分
析方便， 我们在一个周期之后再加入半个周

期，如图 8中的 C~D区间。 根据技术生命周期

图 8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
倒 U型演进解释模型

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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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基于技术创新定向性和非定向性的企业成长模式
来源：作者整理。

动态 S模型（Abernathy & Utterback，1976），工艺创新发展到了
一定阶段将面临新技术范式的挑战，基于新技术范式的产品创

新往往通过企业家的独特作用满足市场需求、 获得市场承认，
而小企业及小企业式的独立经营单位对于发挥企业家作用更

具有优势。大企业只有克服自身规模同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矛

盾才能持续成长，而以独立经营单位分割为特征的大企业多元

化、子母公司的总部制度以及兼并收购等企业活动，从技术角

度来讲，都是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矛盾关

系的解决途径，企业通过多元化和设立子公司，在企业内部形

成小企业似的内企业家机制，从而能够增加获得新技术范式的

可能，而兼并收购则是通过资本操作从企业外部获得新技术范

式，如图 9所示。
成功实施这些战略的企业则会走向下一个倒 U 关系周期，

如图 8 中的 C~D 段， 而 C 点之前的区域则被认为是第二个周
期的小企业阶段，从动态转化的角度来讲，大企业和小企业只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某一周期内的大企业可能成为其他周期

的小企业，而每个周期变化的规律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可能在

于经历下一个周期的速度。 我们以图 8 所示的一个半周期为

例， 将较完整大小企业相互转化的动态

过程总结为表 1， 这一过程可以推广到
所有周期中。
此外， 在多个周期条件下取不同区

间的数据进行验证， 结果很可能表现为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多种形态，
如 B~D区间就呈现大致的 V 型，多个周
期波峰呈现多峰型 （朱平芳、 朱先智，

2007）。 如果企业能够不断通过内外两
种手段以新的技术范式替代原有技术范

式， 并且技术替代和企业规模扩张的速

度非常快， 也即定向性技术创新发展到

技术瓶颈的周期很短， 非定向性技术创

新非常活跃， 那么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

之间就会出现类似线性的关系。 如图 10
所示，L3 是每次技术范式更替技术创新
水平最高点的连线，L4 是新技术范式突

破原有技术范式瓶颈点

的连线，创新速度足够快

的情况下（即图 8中 B~D
非常短）， 动态视角下的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就

会出现类似线性的关系，
高科技企业规模较小和

规模较大的情况下都具

有较强技术创新水平的

现象就可以用这一模型

加以解释。然而这种线性

关系只是一种近似关系，
并且从长远来看企业规

模并不能够无限制的增

长，替代性技术也不可能

图 10 快速技术创新下的企业
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

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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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被原有企业获得，因此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

的关系仍然是倒 U型的。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定向性技术创新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

的区分，我们认为“熊彼特假设”实际上揭示了定向

性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即大企业是一种能

够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惯例”的组织形式。倒 U关
系实际上进一步放宽了“熊彼特假设”的行业约束

条件。 这为通过发展大企业实现产业“由大而强”升

级提供了理论依据，即企业规模处于阀值和倒 U 顶
点之间能够通过发展大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具体的

条件有二，一是大企业本身的标准，这里的大企业

是突破产业阀值并主要以从事定向性技术创新为

主的企业，大企业不仅能够保证参与国际竞争所需

的研发投入和抗风险能力，而且能够应对由工艺创

新和产品品质升级导致的产业阀值的提升。 我国的

汽车、钢铁以及医药、物流等产业属于这种情况，即

产业内的领军大企业在国际同行业只属于中小型

企业，这类产业目前产业升级的主要任务是组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进而拉动整个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二是企业规模过于庞大的产业

并不能通过继续扩张企业规模实现产业升级，也就

是倒 U模型中超越倒 U顶点之后，企业规模将抑制
创新活性，我国的纺织、船舶和石化等产业非常典

型， 这种产业必须在不断提升倒 U 顶点的前提下，
通过继续扩大企业规模实现产业升级。
动态倒 U 关系模型在理论上提供了通过提升

倒 U 顶点实现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仍然保
持技术创新活力的可能性。 大、小企业技术创新的

动态转化本质上为继续壮大企业规模，以拉动产业

向“大而强”升级提供了充分条件。 作为技术创新源

泉，大企业研发实验室对企业家功能的取代是有限

的，引入小企业技术创新特性，即加入非定向性技

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的倒 U 关系模型着重分析
了这种有限性：技术创新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技术

创新的市场实现途径使得企业依靠单一的技术创

新方式总会面临发展瓶颈和创新风险，而以持续创

新为目的的大、小企业之间的动态转化关系，则是

突破瓶颈和化解风险的内在要求。 我国很多产业的

技术创新落后，固然有研发投入不足，市场化程度

不高等原因，但是常见的情况是，一方面产业以小

企业为主，没有实力特别突出的领军型大企业。 非

定向性技术创新没有向定向性技术创新转换的组

织形式。 另一方面几家大企业垄断整个行业，小企

业根本没有生存空间，然而这几家大企业却采用技

术引进这种小企业产业升级方式获得非定向性技

术创新。 以动态倒 U 关系模型加以解释就是，很多
行业的大企业已经在倒 U 关系的“临界规模”以外，
却不能通过分割独立经营单位的形式获得内企业

家（Intrapreneurs）机制，或者以兼并具有发展潜力

的小企业获得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储备，从而无法通

过大、 小企业的动态转化完成倒 U 顶点的升级，致
使企业无法回到“阀值”和“临界规模”之间这一技

术创新最具活力的区间。
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是

产业升级的目标之一，而作为产业升级的手段则未

必具有普适性，应根据每个产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产

业升级策略。 我国汽车、钢铁和物流等产业企业规

模相比国外同行业企业仍然偏小，扩张规模突破产

业阀值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

条件，并且类似的产业仍然处于静态倒 U 关系模型
的上升阶段，应以加强定向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

级；而对于纺织、船舶和石化等产业，发展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则需要不断升级倒 U
顶点使企业具有满足动态倒 U 关系模型持续创新
的条件，需要扶持产业小企业发展，鼓励小企业技

术创新，或通过培养内企业家获得企业家精神。 因

此形成大、小企业共存，定向性技术创新与非定向

性技术创新共存的产业组织形态才能保证倒 U 关
系模型的动态性，保证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保

持技术创新活力，从而使该类产业由大变强。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责任

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阀值（Threshold）一词来源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表

示发挥作用（或质变）的临界状态。 在技术创新领域，阀值通常表
示研发投入、市场集中度、组织复杂性、技术专用性等一种积累
效果在技术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临界状态。 本文的阀值特指
由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向定向性技术创新转化的临界点。
②对于大企业抑制技术创新的原因， 有很多从不同角度的

解释分析，Hamberg（1966），Nelson（1982）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
随企业规模扩张而下降主要源于大企业的官僚体制和垄断势力

对技术创新动力的压制；Utterback（1975）认为一种技术范式的
创新存在自然和物理的瓶颈， 企业规模的扩张并不是突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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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的必要条件；德鲁克（1983）认为组织内部结构与企业规模
不相匹配，从而使得企业存量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企业规模
的扩张只会增加管理成本， 却不能有效支持技术创新创造实际
价值。 本文认为这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③为了使问题简化， 我们只考虑大企业和小企业两极规模

特征下的技术创新，这样技术创新的规模特征明显，便于对技术
创新进行分类。

④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把经济分为 20 个类别（2 位
数），分类别（3 位数），产业集团（4 位数），产业（5 位数）。 此外
NAICS 允许加拿大、 美国和墨西哥设立 6 位数以编码更精确地
反映国家的产业机构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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